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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众所周知，二战后日美同盟一直是日本安全外交政策的基轴，美国在日

本的安全保障领域具有无与伦比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可以说，日本安全政策

的演变就是一个美国不断介入、施以影响的过程。日美同盟的态势，也是中

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外部干预变量。长期以来，美国能较好地把控、塑造这个

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双边同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方相当了解和知

悉日本。美国知识界很早就娴熟地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日本安全问题进

行分析，而且这种理论性研究，既是学者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对日本

安全政策进行的一种研究，也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心论争在日本安

全政策领域的投影。同时，美国学界、智库界的研究成果，对影响甚至规范

日本安全战略、政策走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全球的关注和引述。鉴于

此，本刊围绕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研究专题，邀请几位专家学者从理论、战

略和政策的不同视角和层级进行探讨。以本次尝试为起点，本刊将勉力介绍、

评述美欧学界在其他日本研究领域的成果，以期进一步助力中国的日本研究。

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政策的理论研究
———兼论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预言是否终将实现?

吴怀中

内容提要: 二战后，尤其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其国家安全政策成为

国际关系学界的经典研究命题之一，也是相关论争的重要案例和现实焦点。

典型现象就是建构主义和 ( 新) 现实主义之间展开的解释“日本之谜”的

“20 年论争”。“日本之谜”是冷战后由建构主义者针对“沃尔兹预言”即日

本强大后理应成为典型军事大国的论断而提出并加以驳论的议题，现实主义

者当初处于守势。但时移事异，趋势变为建构主义的势力范围愈显逼仄，其

解释力在 21 世纪的新事态面前渐失优势，而现实主义则逐步扩大了对日本安

全政策的话语权重，对建构主义展开了“否定之否定”的理论竞争。与此相

关，由于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较有力地解释日本最重要的安全政策及实践场

域，自由制度主义似只能解释日本的“非核心”与“外围”政策，这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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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范式与路径的演化，使人联想肯尼斯·沃尔兹的“论断”是否在长线上

终将预言日本的战略走向? 当然，国际关系理论的高度简约性决定了一种理

论往往只解释国际关系的某一方面，“后三大理论”时代亟须对日本安全政策

进行更多元复合、折中主义的理论探析。这对中国学界从理论上探究、完善

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释并以此指导战略预测提出了新使命。

关 键 词: 美国学界 日本安全政策 理论研究 范式转移 战略预测

作者简介: 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01; D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7874 ( 2019) 04 － 0066 － 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本‘军事崛起’与我国对策

研究” ( 编号: 17AGJ009)。

美国因素对日本的战略走向具有重大影响力，日美同盟被日本视为其安

全外交政策的基轴。美国学界① 是连接知识生产与政策设计的中介点，分析

其对日本安全政策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启示。其中，美

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政策的理论性研究，某种意义上是围绕解释并争论 “日本

之谜”展开的。所谓“日本之谜”，是指 20 世纪 70、80 年代现实主义学者根

据己派理论逻辑，推断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典型军事大国，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或至少不完全如此，由此形成了难解之谜。对于这个

“谜题”，建构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认同 ( 身份) ”“国内规范”角度的分

析才能得到解释。对照冷战前甚至冷战后的一段现实，可以说建构主义范式

在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释力上具有相对的优势地位。但是，进入 21 世纪后，

随着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执政，日本安全政策调整的突飞猛进超出了建构

主义者的预期，建构主义派虽经历变通革新，但其“国内规范论”承压日重、

解释力渐弱。对比之下，现实主义范式勃兴势头明显，其结构决定论、自助

防卫论和均势论等理论内核，对照现实似乎越来越占有话语优势，因此对建

构主义开启了否定之否定的复权运动。同时，自由制度主义似只能解释日本

的“非核心”与“外围”政策。种种理论研究的迹象间接地表明，现实主义

正逐步扩大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释力权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预示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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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美国学界”采取广义概念，泛指在美国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或学术熏陶、主要使用

英语在美欧发表成果、与美国知识界保持恒常交流与合作的学者组成的学术圈，一定程度上等同于

“英语圈”学界，部分学者分布在欧洲、东亚、印度和澳新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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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政策及国际战略的走向。

理论的试验，目的在于为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提供解

释。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上的作用有限，但基于经验事实、历史感觉的解释，

应当能够上升到把握一定的规律性和抽象总结的水准。① 在学科及相关主流理

论发展进入常规化和成熟阶段后，围绕具体的经验问题构建分析框架就成为

通行的研究方式。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政策的理论性研究，既是学者运用国

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进行的相关学术研究，也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

心论争在日本安全政策上的投影和反映———尤其是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论

争和交锋。反之，此种研究实际上也一直被用来检验国际政治理论的解释力。

例如，围绕日本的安全政策，在美国学界，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展开了

持续近 20 年的争论，结果不仅使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大理论的

优缺点得到了更深的理解、检验、修补，而且对区域国别研究的 “日本问题”

来说更具现实意义，它使得学界依靠宏观理论作为科学指导，在更深的学理

层次上对日本安全政策展开研究。

一、建构主义曾是主流范式，但面临挑战与调整②

建构主义成为日本安全政策研究的主流范式，与国际政治研究中现实主

义面临解释力不足的窘境有关。在国际安全研究的案例中，现实主义逻辑难

以解释的经典 “谜团”之一，就是冷战期间的日本安全政策。早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现实主义者就预言:

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军事大国化，甚至发展核武器。建构主义者认为，现实主

义者难以解释为何经济大国日本没有成为军事大国，根据现实主义的无政府

体系理论，日本理应如此。建构主义者还认为，这个 “谜团”只有通过 “规

范”和“认同 ( 身份) ”这些重要的概念才能得到解释。

谈及冷战后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建构主义派的兴起是无法忽视的。在众

多对建构主义学派的定义中，最大公约数的定义是: 重视规范和认同等理念

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的学派。研究日本的建构主义者主张: 反军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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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阎学通: 《国关理论研究要能解释当前世界》，凤凰网，2015 年 12 月 21 日，https: / /pit.
ifeng. com /a /20151227 /46850643_0. shtml［2019 － 02 － 06］。

本节对建构主义的诸多观点与论述，很大程度上来自笔者对欧阳安、托马斯·伯格、川崎刚

等学者的交流及其相关著述的吸收，限于篇幅及本文的综述性质，其出处不再专门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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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国内规范和认同，对战后日本安全政策起到了很大的甚至主要的影响。

日本的安全政策，被认为是用建构主义解释得通的最好的试验对象。

( 一) 解释“日本之谜”———对抗现实主义范式的开启

沃尔兹根据新现实主义理论提出的假说中，有两大解释力不足的事项，

其中一个就是有关日本的。“无政府体系下，大国必须竭尽全力确保生存，努

力获得最强兵器”，“所有大国，都应该拥有与经济力量相称的军事力量”。①

沃尔兹据此预测，日本应拥有核武器并实现军事大国化。但现实中，二战后，

日本追求“吉田路线”，尽管成了公认的经济大国，但其军力规模却没有相应

地得到发展 ( 而是要小得多) 。另外，日本不仅没有发展核武器，也没有装备

大型攻击性武器 ( 航空母舰、远程轰炸机、中远程导弹等) ，与“独立军事大

国”相去甚远。至少，考虑到时间差的问题，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成为世

界经济大国后，本应在 80 年代迈向“军事大国化”道路，但实际上日本并没

有达到此目标就迎来了冷战的结束。新现实主义的推断落空了。

冷战后，新现实主义者有意继续维持其立场，声言促进日本军事大国化

的无政府国际体系仍然存在。实际上，沃尔兹在 1993 年和 2000 年的论文中

预测: 日本将拥有核武器，其目的是追求对华军事平衡。② 然而，冷战结束一

段时间后，日本还是没有实施典型的 “军事大国化”行为，新现实主义的逻

辑碰到了难以解释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新现实主义对 “日本之谜”的解释

力困境，在冷战后一段时间表现得更加明显。冷战结束不久，朝鲜举行核试

验，印巴大力推进核导开发，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压力对这些经济实力比日本

要弱得多的国家发生了明显的作用，却没有对经济大国日本产生作用。考虑

到日本的经济实力，似乎应是日本而不是那些国家选择这样的道路。

对新现实主义范式开启批判的，是彼得·卡赞斯坦和托马斯·伯格等美

国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③ 从建构主义的立场出发，他们就 “日本之谜”

尖锐地指出，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无法很好地说明日本的安全政策，日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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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Kenneth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No. 2，Autumn 1993，pp. 44 － 79; “Structural Ｒ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No. 1，Summer 2000，pp. 5 － 41。
参见: Kenneth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66 － 8; “Structural Ｒ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Politics，p. 35。
参见: Thomas Berger， Cultures of Antimilitarism: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 Peter J. Katzen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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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现实主义难以解释的 “例外事项”，并不处于支持沃尔兹预测的状况。① 卡

赞斯坦等主张日本国内的 “反军国主义” ( anti － militarism) 规范和禁忌才是

其国家安全利益及角色的决定因素，也才是解释日本军备政策的关键，认为如

果不关注日本国内存在的反军国主义文化规范，就无法解释日本的安全政策。②

伯格在卡赞斯坦观点的基础上对日本国家认同和安全文化的本质性和牢固性做

了更为详细的阐释，但总体上并没有超越卡赞斯坦的理论创见。③ 两人都认定

建构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力具有超过新现实主义的优越性。④

冷战后，推动英语圈的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论争有很多，主线之一无疑

是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论争。新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争论，实际是美国

国际政治学研究全体的大争论的一个缩影，日本军备政策的事例正是被置于

这一宏大论争的中心。建构主义者关注规范和认同，卡赞斯坦等正是将分析

焦点集中于日本国内已经被 “制度化”和 “社会化”的文化规范上。再有，

日本政府关于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防 卫 费 占 比 不 超 过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 GNP) 的 1%等非正式的惯例与惯行，也长年体现着反军国主义的文化规范，

并由此形成了“规范的体系”。正因如此，日本虽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却没有

实现军事大国化。也即，日本的安全政策只是在反军国主义的规范体系下被

决定的，它压倒了无政府国际体系的自助及强军逻辑。

关于建构主义者的这些解释，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反军国主义”与

和平主义并非同一概念。其规范体系，并非在于积极构筑世界和平，而更在

于发挥了压制日本军事组织 ( 自卫队) 扩张的阻轮作用。它是一种消极的规

范，多源于对旧日军的根本疑虑。第二，是关于方法论。建构主义者并没有

使用“日本特殊论”———即日本因其特殊，而不适用于新现实主义。建构主

义者针对新现实主义者的反驳，是根据规范等一般性的概念进行的。对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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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Peter J. Katzenstein，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

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Structures，Norms， and

Polici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7，No. 4，Spring 1993，pp. 84 － 118.
Peter J. Katzenstein，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

p. 22; Thomas Berger，“From Sword to Chrysanthemum: Japan’s Culture of Ani － Militar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7，No. 4，Spring 1993，pp. 174 － 91; Thomas Berger，Cultures of Antimilitarism: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

这种观点和论述由格兰·胡克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继续展开，进入 21 世纪后则由欧阳安加以继

承发展。参见: Glenn. Hook，Militarization and Demilitarization in Contemporary Japan，London: Ｒoutledg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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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来说，在对新现实主义展开争论时，日本案例具有特别的意义。

同样，对新现实主义来说，日本曾被认为是其解释力最有可能取胜的案

例。即，解释经济大国日本的安全行为时，新现实主义应当特别管用。国际

体系的主要国家即经济大国，在历史上无一例外都是军事大国，日本的安全

政策应该符合新现实主义的预测。反之，对于批评新现实主义的一方来说，

选择一个对对手来说的 “最佳案例”实施攻击，就能精准有效地将现实主义

推翻。对建构主义者而言，正是 “日本案例”带来了这样绝好的机会。通过

使用反军国主义概念，选择最佳案例的日本，建构主义者较为成功地给新现

实主义者带来了尖锐批评和麻烦。

( 二) 建构主义的演化及“与时俱进”

进入 21 世纪，由于小泉和安倍政府违背宪法和民意大力推进日本安全政策

改革，建构主义者遭遇了现实变异的挑战与现实主义阵营的反驳，需要进行一

场卫冕的再反驳。第一代的建构主义者，例如最初对现实主义者的预测发起挑

战的卡赞斯坦等，其后并没有进行有针对性的具体回应，而是提出“理论折中”

论，远离了这场论争。同时代的另一位建构主义旗手伯格，则提出了“自由主

义的适应性国家”论，似乎也有意保持距离并抽身而退。① 努力就此做出回应

并发出代表性议论的，是属于第二代的建构主义者、华盛顿学院的欧阳安副

教授。他通过将建构主义进行更新和延长，以安全认同 ( 身份) 作为解释日

本安全政策变化的核心变量和内驱，间接回应了现实主义阵营发出的批评。

与注重规范 ( norm) 的第一代建构主义者不同，欧阳安采用了安全认同

( security identity) 这一概念，他将“安全认同”定义为: 在安全领域，在国

民中间受到广泛的政治支持并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被制度化的、有关正确的

国家行为的诸原则。欧阳安认为，日本长期存在的反军国主义认同持续塑造

着国家辩论的框架和战后安全决策过程，其结果就是在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

代之间，日本的安全政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海外派兵和导弹防御等一系列

政策并不能代表日本正在走向军国主义化。② 详细而言，欧阳安的论述构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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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Thomas Berger，“The Pragmatic Liberalism of Adaptive State”，Thomas Berger and Mike Mochizuki
eds，Japa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an Adaptive State，Boulder，CO: Lynne Ｒienner，
2007.

Andrew L. Oros，“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hallenges to Japan’s Postwar Security Identity: ‘Norm
Constructivism’and Japan’s New‘Proactive Pacifism’”，The Pacific Ｒeview，Vol. 28，No. 1，January 2015，

pp. 139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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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首先，其所云的反军国主义认同的内容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对传统军队

的拒绝反应、只限于自卫目的的武力行使、禁止以作战为目的的海外派兵。

在这之上，国内认同作为中介变量，对日本政府的安全政策 ( 因变量) 产生

了影响。欧阳安承认，国际与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是自变量，此种政治环境

的变化虽是政策变化的终极根源，但只有通过安全认同的中介变量，才能具

体地变为新的安全政策。此处欧阳安的理论逻辑是: 自变量 ( 国际与国内政

治环境的变化) → 中介变量 ( 反军国主义的安全认同) →因变量 ( 实际的安

全政策) 。并且，因为这个中介变量的效果很强，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之

间，虽然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日本的安全政策———专守防卫、不做

军事大国、无核三原则等，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①

到安倍第二次执政时期，面对日本在安全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欧阳安

在部分修正己见的基础上仍坚持认为，日本的政策将继续涉及一些最重要的

国内规范因素，例如对二战的记忆、战后的和平主义等，国际环境促使日本

的安全政策做出适应性的大幅调整，但日本的安全认同核心并未发生质变，

因而日本安全政策的延续性仍旧可见并大于突变性和质变性。②

( 三) 建构主义者的变异与转型

与欧阳安形成对照，也有认为当代日本安全政策发生了某种本质性变化

的建构主义者，他们主要是分布在北欧和东亚的两派学者。北欧学者，例如

瑞典国防学院和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林纳斯·哈格斯特朗和卡尔·古斯塔夫松

等，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相关英文著述，提出: 日本看似稳定的规范与认同已

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导致日本安全与外交政策正发生激烈变化并对国际社会

和地区事务产生着与此前不可同日而语的影响。③ 同时，身在东南亚的布宾

达·辛格与此二人并肩，也是著述颇丰、影响较大的一位。④ 北欧与东亚的这

两派学者与美国的欧阳安等建构主义者多有学术交流与著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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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Andrew L. Oros，Normalizing Japan: Politics， Ident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Security Practic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 25.

Andrew L. Oros，Japan’s Security Ｒenaissance: New Policies and Politics for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7，pp. 1 － 30，125.

参见: Linus Hagstrom，“The‘Abnormal’State: Identity，Norm /Exception and Japan”，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Vol. 21，No. 1，2014; Linus Hagstrom and Karl Gustafsson，“Japan and
Identity Change: Why It Matters in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The Pacific Ｒeview，Vol. 28，No. 1，2015;

Linus Hagstrom，Identity Change and Foreign Policy: Japan and Its“Other”，Ｒoutledge，2016。
Bhubhindar Singh，Japan’s Security Identity: From a Peace State to an International State，London:

Ｒoutlege，2012. 布宾达·辛格是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员，长期留学美国并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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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在其著书《日本的安全认同: 从和平国家到国际国家 》中，为了探

讨日本安全身份及其相关安全行为的变化，对定义和塑造日本安全政策的三

个领域进行了对比: 日本对国家安全的概念与定义，该国在军事方面对区域

和国际事务的贡献，以及制定安全政策的机制及机构的变化。他试图采用基于

认同的方法来挑战现实主义对日本安全政策的主导性解释，并揭示: 虽然现

实主义者的说明部分正确地捕捉到了冷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轨迹，但他

们未能解释冷战后日本安全行为变革的根本原因。

辛格认为，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安全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原因是日

本的安全认同发生了变化，即从“和平国家”改变为 “国际国家”之故; 日

本的安全政策制定精英认识到，日本早期受到和平国家安全认同影响的安全

政策已不再适用; 而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日本必须在区域和国际安全事务

中发挥负责任的作用，这就要求强调军事在日本安全政策中的作用。① 需要注

意的是，辛格所谓的认同是决策精英层形成的一种共识，与欧阳安定义的国

民广泛支持的认同并不相同。

因而，辛格的观点也向建构主义学派抛出了两个重大问题: ( 1 ) 有关日

本安全政策的“认同”，其定义究竟为何? 这一点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并没有

得到明晰的界定。欧阳安与辛格提出了相异的定义，关于冷战后日本安全政

策的解释也由此出现迥异的结果。因为分析结果取决于认同的定义如何，认

同型建构主义将可能因研究设计的根本性问题而遭遇困境。 ( 2) 辛格等学者

认为从小泉执政开始日本安全政策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原因是认同出现了变

化。如果是这样，建构主义在方法论上也将陷入某种困境。现实主义者多认

为，小泉时期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即结构因素所致。

对此，建构主义者就需要证明，比起国际环境 ( 包括对日本政治的传导) ，认

同变化对日本安全政策改变的影响要大得多。如果不能证明这一点，就无法

与现实主义的解释力相对抗。就此而言，辛格版的建构主义解释力创新，似

乎并没有取得学界公认的成功。

二、“结构”变化与现实主义解释路径的勃兴

进入 21 世纪后，建构主义适用的一些前提条件显然遭到了明显的挑战。

—8—

① Bhubhindar Singh，Japan’s Security Identity: From a Peace State to an International State，pp. 15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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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政权积极推进外向的安全政策，此前被视为禁忌的 “有事法制”得以成

立，向印度洋及伊拉克的海外派兵都得以施行。到了安倍第二任期，他更是

发力调整国家安全防卫政策———逐步掏空“吉田路线”，并在武器装备上着力

发展进攻性武器 ( 航空母舰、巡航导弹等) 。对于建构主义者来说，这些政策

难以被国内规范和反军国主义认同等概念充分地解释，建构主义范式难免有

落后于时代之感。至少，进入到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建构主义的解释力明

显弱化，难以保持过去的那种优势地位。很明显，日本的安全政策不仅受到

国内规范、认同因素的左右，同时也越来越明显地受到体系结构———安全环

境 ( 包括威胁感知) 、同盟摇摆、地缘竞争等因素的影响，而现实主义理论范

式似乎更适合处理这些新问题的出现。新现实主义认为，建构主义所关注的

观念与规范起的作用，是短期的和例外的现象，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及其国际

体系仍然长远地、决定性影响着国家间关系和一国的安全战略。

( 一) 现实主义者们“反击”的肇始①

针对 20 世纪 90 年代建构主义在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释上一度取得的优

势，现实主义者在较长一段时期并没有进行正式的反驳。曾预言日本拥核并

成为军事大国的沃尔兹本人，直到 2013 年去世，对此事近乎保持了沉默。②

最初对建构主义者的攻势做出回应的，是新现实主义学派以外的非典型

现实主义者，他们提出，从军事平衡这一物理性因素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

日本基本上采取了合理的行为。例如，川崎刚认为，后古典现实主义的预测

与冷战期间的“吉田路线”是几乎相符的，在非核心利益领域，反军国主义

的规范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本土安全对日本来说是核心利益 ( 契合 “吉田

路线”的政策范畴) ，但在这之外的自卫队的活动 ( 例如海外派遣) 就不是

这样。只有事关生死存亡的重要政策领域，日本政府才不得不采取现实性的

应对———包括维持与美国的同盟。③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从现实主义的同盟及均势理论出发，认为日本国内

反军国主义的规范看似有作用，其实只是一种误解。日美同盟及核保护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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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小节的诸多观点，得益于川崎刚、神保谦等学者的教益。
Kenneth Waltz，“Evaluating Theori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Vol. 91，No. 4，December

1997，pp. 913 － 17.
Tsuyoshi Kawasaki，“Postclassical Ｒealism and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The Pacific Ｒeview，

Vol. 14，No. 2，2001，p. 226. 川崎刚留学美国并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西蒙·弗雷

泽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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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了日本的安全，所以日本可以根据这些规范追求自身的安全政策———因而

这些效力只有“拟似效果”，如果日美同盟崩溃了，日本将不得不采取新现实

主义者主张的那种安全政策，包括发展核武器等。建构主义者认为日美同盟

是先决条件，但实际上这也是日本选择的结果，构成了政策选择的一部分，

所以反军国主义的规范只是日美同盟带来的一种奢侈品或者附属品。① 麻省理

工学院的理查德·萨缪尔斯教授则提出了 “商业现实主义”概念，从现实主

义的角度对日本安全战略的特征做了再审视，对建构主义视角做了补充，并

对新现实主义预测做了修正。②

然而，比较奇妙的是，以上这些现实主义的回应或争论，在一些基本事

实的判断上，实际与建构主义的议论拥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前提: 日本的军备

规模是温和适中的。与此相比，在最初的批判建构主义派的尝试中，更有名

的是对此前提本身持有异议的现实主义者，例如，达特茅斯学院的学者詹尼

弗·林德，她提出了“推诿论”。③

林德认为，日本的军力特别是海空力量，被建构主义者低估了。这种判

断有很大问题。林德注意到了冷战期间日本防卫费用的高低变化。这种巨大

变化，仅仅通过观察反军国主义规范是无法解释的。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

推卸责任是大国面对危险对手时用以维持权力分配的主要手段，是设法让另

一国承担起阻止或打败威胁的重任。④ 据此，林德提出了著名的日本 “推诿

论” ( buck passing，也称责任转嫁) ，即日本将对抗威胁的责任转嫁给国力更

强的盟邦美国。

林德对此的推论逻辑有三个场景: ( 1) 苏联威胁不大的时候，日本自然

不会感到有必要去增加军费。 ( 2) 即便苏联威胁很高，但如果美国的防卫援

助可以期待，日本还是感觉不到增加军费的紧迫。这种状态就会促生 “推

诿”，即日本期待美国发挥防卫替代作用。( 3) 日本扩张军备的条件是，苏联

威胁增大但日本无法期待美国的保护，日本不得不靠自身对抗苏联。林德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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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Akitoshi Miyashita，“Where Do Norms Come from? Foundations of Japan’s Postwar Pacifism”，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of the Asia － Pacific，Vol. 7，No. 1，January 2007，pp. 99 － 120.
Eric Heginbotham and Ｒichard J. Samuels，“Mercantile Ｒealism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2，No. 4，Spring 1998，p. 174.
Jennifer Lind，“Pacifism or Passing the Buck? Testing Theories of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9，No. 1，Summer 2004，pp. 99 － 120.
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 年，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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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据对此假说进行了检验: 使用防卫费总额作为因变量指数，增加的类型

则是“苏联威胁”和“美国的防卫承诺”变迁 ( 自变量) 与防卫费的关联。

该研究的结果是，这两者是正相关的。林德还指出，根据数据统计分析，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为止的日本安全政策动向与建构主义的主张基本一致，但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日本的扩军潮流已很难用建构主义来解释。①

( 二) 大理论主导: 结构现实主义研究范式渐占上风

进入 21 世纪尤其第二个十年后，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日本的安全政策发生

了很大变化。与上述第一次围绕 “日本之谜”展开的、由建构主义和现实主

义学派的大师卡赞斯坦、沃尔兹开启和推动的经典理论的论争不同，美国专

家学者们更多是朴素地认为，“结构因素”的挑战———中国崛起、朝核问题甚

至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反复无常及导致美日同盟与西方体系不稳等所代表的

安全环境与周边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日本加速调整国家安全政策，所

以运用新现实主义对之进行解释无疑会更具说服力和优势。可以说，进入 21

世纪，是现实主义范式对日本安全政策解释力的复权时期，因为从广义上讲，

美国学者们发现结构现实主义比其他理论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解释更让人

满意: 结构变动与“威胁”增长是日本调整政策的关键战略动机，安倍执政期

间的国家安全议程与结构现实主义所指的压力指向基本一致。例如，在安倍政

府的领导下，日本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成功放松对使用武力的限制，购买或

制造先进军事装备，并加强对外防卫合作等。因此，可以比较容易地 ( 至少比

之前) 将外部环境、结构的角色作为日本安全政策的关键性因素。②

进入 21 世纪后，有关日本尤其安倍政府安全政策的学术著述越来越多。

美国学者们在不同程度上一致认为，安倍的做法是通过重新导入现实主义思

维来重振日本的安全及外交政策，安全政策上越来越回归传统的现实主义。

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学者并非像卡赞斯坦与沃尔兹那样就日本安全政策进行

理论性研究和论争，更多是非自觉地赞同并运用新现实主义的逻辑和方法开

展经验研究———根据结构、环境与政策变化的因果关系，分析在安倍领导下

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逻辑和趋向。具体而言，在评估结构因素和外部环境对

日本安全政策的促变效果以及这种变化的性质和影响上，不同倾向的学者们

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这些学者们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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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Jennifer Lind，“Pacifism or Passing the Buck? Testing Theories of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9，No. 1，Summer 2004，pp. 105 － 16.
Thomas Berger，“The Pragmatic Liberalism of Adaptive State”，pp. 259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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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欧或北欧的一些学者，例如英国华威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休斯、挪威

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米德福德为代表，可称为担忧派或批判派，他们

明显属于少数意见派。①

第二种类型是认同派或肯定派，主要以美国保守派或中间派的专家学者

为代表，几乎囊括了东西海岸大多数或者说最主要的日本 ( 国际) 问题研究

者，算是绝对主流派，例如迈克·格林、迈克尔·奥斯林、希拉·史密斯、杰

弗里·霍恩、亚伯拉罕·邓马克、马克·曼宁等智库专家，以及理查德·塞缪

尔斯、杰拉尔德·柯蒂斯、肯特·考尔德、肯尼斯·派尔、詹妮弗·林德等大

学教授。广义上，也包括理查德·阿米蒂奇等出任智库高管的前退休高官们。

美国主流智库专家大多鲜明地赞同并支持日本根据环境和威胁的变化改

变安全政策，推动强军工程。例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 CSIS) 的迈克·

格林认为，冷战的结束迫使日本依据与大国关系的演变来调整安全政策。安

倍虽专注于让日本在战略政策上采取雄心勃勃的综合举措，② 但日本的政策主

要是基于对适应其战略环境变化的需求来计算的，是以“不情愿的现实主义”

调整对外关系和安全政策。③ 迈克尔·奥斯林认为，安倍政府已经引导日本进

入“新现实主义”时代，为了在亚洲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日本政府增加国

防预算并放宽了对自卫队的宪法限制，加深与伙伴国的接触并加强了安全联

盟。④ 希拉·史密斯对日本 “重新武装”趋势加以肯定，认为其是理性可控

并具积极意义的。⑤ 兰德公司的杰弗里·霍恩、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日本问题

专家麦克·望月则断定日本的防卫政策在过去 30 年中毫无疑问发生了深刻变

化，但其军事力量仍受到严格限制、不足为惧。⑥

美国大学教授的观点因其学术上的 “自由度”，没有智库专家那么激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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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2013，https: / /www. lowyinstitute. org /publications / japan － back － unbundling － abe － s － gr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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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J. Green，Japan’s Ｒeluctant Ｒealism，palgrave，2001.
Michael Auslin，“Japan’s New Ｒealism: Abe Gets Tough”，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 2，

March /April 2016.
Sheila A. Smith，Japan Ｒearmed: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Pow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p. 208.
Jeffrey W. Hornung and Mike Mochizuki，“Japan: Still an Exceptional US All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 39，No. 1，2016，pp. 95 －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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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但也基本肯定格局与环境变化下日本安全政策的应变调整。哥伦比亚

大学教授杰拉尔德·柯蒂斯认为日本加强防卫能力是有必要但也是有限度并

谨慎的。① 华盛顿大学名誉教授肯尼斯·派尔在其 2018 年的新著 《日本重返

大国政治: 安倍复兴》中，论述了日本走向更加自立的外交政策、拥有自主

安全保障能力的合理性与必然趋势。② 詹妮弗·林德则进一步声称日本解禁

“集体自卫权”确有历史意义 ，“对于一个今天面临日益增长威胁的和平国家

来说，这是其漫长演变过程中迈出的最新一步”。③ 印第安纳大学助理教授、

日本研究界的新锐黎雅澹认为，安倍政府在安全政策领域的举动引起了世人

的注意，但这是长期趋势的延续和国防政策的逻辑发展。④ 日本对军事力量的

发展和使用仍然存在着自我施加的制约。⑤ 身居德国的学者科里·华莱士等在

研究日本国内外环境时得出结论: 日本的政策会遵循结构性现实主义平衡路

线。这一点在日本政府对朝鲜的态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将外交压力和经

济制裁结合起来，旨在遏制朝鲜的先发制人、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威胁。⑥

( 三) 一种理论偏好: 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解释与定性

结构现实主义可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两派，防御性现实主义

又常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在结构现实主义范式之下，用防御性现实

主义的方法和指标，界定日本安全政策的性质和走向，似乎已成为美欧学界

的一种流行。作为结论，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往往被认定在解释日本的安全

政策变动及性质方面更胜一筹。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对相对收益和欺骗的担忧使各国

互不信任，并各自寻求确保生存的方式。自助的逻辑迫使一国通过外部平衡

( 促进结盟) 和内部平衡 ( 提高自身军力) 来提高自己的防卫能力。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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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逻辑下，日本的行动指向理论上有两种可能。即，一方面，防御现

实主义期望日本建立一支确保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生存的军事力量，并通过

联盟建设和内部调整继续维持安全水平。另一方面，进攻性现实主义期望日

本投入比今天多得多的资源，采取一种通过征服来统治整个东亚的高度侵略

性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修改宪法第九条，大幅授权自卫队，废

除专守防卫原则，并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 GDP) 的 1%以上。①

显然，日本尚未达到以大幅整军经武、扩军备战来施行对外进攻和征服

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政策的程度，日本在耐心地逐步升级常规武器系统，尚没

有显示发展核武器的意图，② 通过平衡和对冲改善安全环境，其安全政策确在

扩展但力度有限。③ 日本仍主要通过外部平衡———加强日美同盟，来实现一种

战略均势。④ 东京欢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 21 世纪初对亚洲的战略再平衡政

策，同时在 2015 年放松了对“集体自卫权”的法律约束，以确保作为美国安

全基石的可靠承诺。⑤ 日本的安全政策符合与美国进行军事一体化和军事技

术联合发展的需要，未来的重点可能是导弹防御行动等。⑥ 日本的安全原则一

直是继续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来保护其战略安全，这意味着自卫队只会被用

于自卫。为了防范被美国放弃的风险，日本正采取对冲行为，已经扩大了与

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合作。⑦ 与导弹防御领域的“防御性”类似，防御性现实主

义被认为也适用于解释日本越来越重视的网络安全政策，即日本的政策仅限

于加强法律的行动，而不是进行攻击性行动。⑧

相比之下，进攻性现实主义在日本的政策设计中被认为几乎没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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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研究生院教授克里斯托弗·图梅认为，遂行制衡的联盟实力、对对

手在周边地区的增长容忍度以及发展进攻性或防御性战略和能力的倾向，这

三个标准定义和描述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范围和区别，而从日本对

军事征服及获取过多权力没有什么内在兴趣、在防御上投入相对数量的资源

以抵消对手的进攻投入、自身的制衡努力不太可能导致对外造成恶性安全竞

争等指标来衡量，日本采取的安全战略是一种 “受限的制衡”，防御性现实主

义逻辑更能解释日本采取的安全政策的属性和态势。① 艾瑞克·伊斯利探讨了

战后日本防卫姿态的变化轨迹，并据此认为，尽管媒体普遍夸大，但安倍政

府的任何政策，包括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努力，都不是为征服亚洲，而是

使自卫队合法化。如果其作为一项法律通过，这一改变只会解决自卫队的合

宪性问题，并不意味着日本会“发动进攻”。此外，安倍政府并未试图废除防

卫基本原则。如果日本想要像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征服亚洲其他

地区，核武器和更多更大型的攻击武器是必要的。② 尽管现在日本可以合法地

行使集体自卫权，但实施这一权利的条件是如此严格，以至于其动员国防力

量支持日本防卫之外的盟国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③ 艾文德·朗德认为，安倍

政府的安全政策介于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但当前在战略上更多的

还是符合防御性的特征。④

三、弱势的自由主义范式及其对于现实主义的劣势

随着安倍大力推动自主强军，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震荡，自由制度主义

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释越发失去公信力和话语权，而现实主义范式却又占据

了不该主导的市场———断定日本安全政策的调整是由于体系结构 ( 中国崛起

等) 变化所致。两大理论范式对相关解释领域阵地的 “一失一得” “一退一

进”，总体上也间接反映了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主流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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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自由主义范式未能主导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释

作为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以各

自独特的理论视角提出了相异的安全政策解释或分析模式。但从前述可见，

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由制度主义几乎没有作为主流范式被用来解释日本的安全

政策。当然，自由主义关注经贸、合作等国家间正常的交往主题，本来就不

大适合用来解释主要国家行为体的现实安全政策，并且自由主义理论的三个

主要论点———经济依赖和平论、民主和平论与国际制度和平论，确实很难用

来解释日本的安全政策指向和特性。① 但是，除此之外，具体到日本这个国

家，仍有三点特殊的原因可察。

( 1) 自由制度主义，以主张多边安全、合作安全、集体安全等模式为主，

只能解释日本的“外围”“非核心”安全政策。因为社民党主张的 “非武装、

联合国安保”并没有成为政府政策和现实事态而需要 “理论解释”。现实中，

日本的安全政策从起点依靠的就是日美同盟 ( 及其所带来的广义上的霸权格

局及战略均势) 并一直为该同盟紧紧束缚，并且，与日本安全环境最直接相

关的东北亚地缘政治形势———号称冷战的“活化石”，即便冷战后也大体保持

着之前的态势。自由主义强调合作的可能性，认为国际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建

立规则和制度来达成合作，而根据制度约束原则建立起来的安全制度模式可

能是集体安全模式 ( 要求有组织的、有章可循的制度安排) 、多边安全模式

( 核心概念是多边主义合作) ，但在日本所处的东北亚环境中这被认为是不现

实的———这些模式仅停留在社民党及左翼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主张中，很难

成为现实的政策选项。冷战拉开帷幕后，日本官方就不相信联合国可以保障

其安全，而东北亚又缺乏欧洲那样建立欧安会的条件。2018 年日本公布的新

版《防卫计划大纲》显示，安倍政府正大力加强 “内部平衡”即自主强军的

力度和速度，将安全保障的立足点尽量调整为依靠自主防卫以及日美同盟，

而不是持续或加深相信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可靠性和未来走向。② 集体安全与

多边安全的建立和实施需要严格的前提条件、环境和机制，自由制度主义及

多边主义合作安全不能成为日本的主体安全政策，国际关系中的自由制度主

义理论也无法用来很好地解释日本的安全政策———包括虽有紧密经济联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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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却未能拥有良好对华安全关系的现状。①

( 2) 从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论争的历史来看，任何一种理论流派的发展都

建立在对已有理论流派的批判、继承和超越的基础之上，并导致原本论争激

烈的流派之间产生理论的趋同。这同样也体现在美国学界有关日本安全政策

的研究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发生

着边际重叠和互嵌。

首先，国际关系理论早已呈现 “新新趋同”的趋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

由制度主义双方在向着高度科学性努力的同时，也在朝着理论趋同的方向发

展。两者在理性主义的理论假设、物质主义的世界观、科学实证主义的认识

论和体系理论的研究层次上都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趋同。② 例如，理查德·萨缪

尔斯的早期著名论文《商业现实主义与日本的外交政策》，从现实主义的角度

阐释了日本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的特性，认为日本的安全战略手段并不符合

新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测，尽管日本有能力形成大量军事力量，但日本并没有

广泛呼吁将其经济实力转变为军事力量; 日本的外交政策中，军事安全的最

大化经常相较追求技术经济安全利益处于次要地位，不是长期以来旨在提高

国家综合实力的大战略的主要焦点。③ 从商业、技术、经济合作等因素看，这

种商业现实主义已带有自由制度主义论的某些特征。其次，新自由主义和建

构主义在拓展自己理论空间的同时，在构建全球治理理论和对人类和谐的基

本信仰内核上也有趋同或融合的趋势。毕竟，建构主义者也认为，安全的制

度性合作也需要通过对话和文化交流推动的价值观的社会建构，需要建立在

共同的准则和规范基础上。④ 建构主义者伯格针对小泉政权之后日本明显变化

的安全政策，在发现建构主义很难全面揭示日本对外战略时，也微调了他之

前的立场，提出了“自由主义的适应性国家”的新概念，将社会建构主义与

自由主义进行了嫁接。⑤ 伯格在两者之间自由切换的事实本身，也说明建构主

义和自由主义范式有相互操作的可能。

( 3) 自由制度主义运用于非主流政策、外围场域的日本安全政策，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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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Auslin，“China vs. Japan: Asia’s Other Great Game”，National Security，October 2017.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年，

第 12—15 页。
Eric Heginbotham and Ｒichard J. Samuels，“Mercantile Ｒealism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2，No. 4，Spring 1998，p. 203.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 20—35 页。
Thomas Berger，The Pragmatic Liberalism of Adaptive State，pp. 259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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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国际安全保障领域。日本在保持对美联盟在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地位的

同时，还恢复了与联合国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国际与地区组织的关系，日本的

主体安全政策是现实主义的，但局部和外围政策包含了某些自由主义的元素。

自由主义主张不热衷斗争，期望日本通过组织、贸易和投资，以及促进民主

制度，寻求和平解决问题与安全保障。

首先，在广义的国际安全保障上，日本不吝于投资自由秩序构建、全球

治理和国际维和活动等。日本的对外政策包含了国关学者在自由主义元素中

看到的东西，因为它促进了西方民主制度、经济相互依赖和区域组织的理想，

表现出更深层次的安全考虑。例如，特朗普欲“放弃”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日本则竭力成为维护区域合作机制的关键力量，将经济自由主义与区域制度

主义相结合，积极帮助重建国际自由主义秩序。① 自由主义是关于合作与繁荣

的子理论的集合，认为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民族国家也可以在民主与制度

的保障下维持和平，保持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将国际

机构和机制作为促进国家利益和安全保障的工具。② 日本与全球很多国家和多

边企业建立了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为解决全球治理及非传统安全问题采取

了种种激励措施。

其次，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制定中清晰的模式是，现实主义思想确实主宰

了其主体安全政策以及东北亚地缘经略，但随着地理重心进一步向东南亚和

南亚转移，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制定中，现实主义日益得到补充甚至被经济自

由主义和区域制度主义所超越———在广域的安全保障 ( 与离日本的距离成正

相关) 上不乏自由制度主义的倾向。日本在亚非地区积极提供公共安全产品、

推动多边安全合作，表明日本现实主义的平衡政策很大程度上与东北亚地缘

政治有关，而在东南亚和南亚等则更注重自由主义制度建设、贸易促进以及

安全合作等。大量的学术研究证明，日本即使不是亚洲地区主义的推动者，

也是一个积极的成员。③ 例如，日本一直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与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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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Ｒichard Haass，“America and the Great Abdication”，The Atlantic，December 28，2017;

John Ikenberry，“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Foreign Affairs，
Vol. 96，No. 2，2017，pp. 2 － 9。

参见: T. J. Pempel eds. ，Ｒ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Ｒeg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 William Grimes，Currency and Contest in East Asia: The Great Power Politics of
Financial Ｒegionalis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 ， Beyond Japan: The Dynamics of East Asian
Ｒegionalis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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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机制、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组织，它对经济区域主义的重视，部分是基于

选择性地利用这些组织作为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促进安全议程的手段。伯格

认为，日本试图“为建立一个更自由的亚洲地区和国际秩序做出贡献”，并从

这个角度将日本称为一个 “自由主义的适应性国家”。①

( 二) 现实主义逻辑主导对中日安全关系的解释

当前，美国学界的对日研究中流行的一个趋势是，按照现实主义权力政

治理论，推导并解释结构压力 ( 中国崛起) 及其引发的地缘威胁认知对日本

安全政策变化造成决定性影响。② 日本对华安全政策的核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

均势与制衡模式。在现实主义看来，均势即国家通过自身或联盟的力量来制

衡现实的或潜在的对手，使有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处于均衡状态，从而在客观

上达到维护本国安全的目的。建立和维持均势主要通过结盟、入伙和军备竞

赛等途径，而这大都集中于传统安全领域和军事领域。因此，中日安全关系

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试验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论证，成为一种

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尽管中日紧密的经济关系符合自由主义对相互依赖和制度的论述，但越

来越多的文献以现实主义的逻辑指出，安倍政府利用均势和制衡手段———内

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措施来应对中国崛起尤其军事发展带来的挑战，③ 日本的思

维模式主要是务实地使用物质力量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肯特·考尔德很早就预示中国崛起将引发中日争夺

地区领导地位的竞赛，新的安全困境将促使日本做出安全政策的改变。④ 萨缪

尔斯在 21 世纪初期一度表明，日本的大战略已经演变为对冲各种突发事件的

可能性，以“金发女郎”共识采取“离中国和美国都不太远”的政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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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Thomas Berger，The Pragmatic Liberalism of Adaptive State，pp. 259 － 99. 在当时的伯格看来，日

本与东南亚国家没有结成传统意义上的新军事联盟。
实际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美国专家学者就开始陆续以现实主义逻辑推导中日关系

的演化 与 趋 向。参 见: Michael J. Green and Benjamin L. Self，“Japan’s Changing China Policy: From
Commercial Liberalism to Ｒeluctant Ｒealism”，Survival，No. 38，1996; Mike Mochizuki，“Japan’s Shifting
Strategy toward the Ｒise of China”，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 30，August 2007。

参见: Hughes Christopher，“Japan’s‘Ｒesentful Ｒealism’and Balancing China’s Ｒise”，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 9，No. 2，2016，pp. 109 － 50; H. D. P. Envall，“The‘Abe Doctrine’:

Japan’s New Ｒegional Ｒealism”，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of the Asia － Pacific，2018。
Kent E. Calder，“China and Japan’s Simmering Ｒivalry”，Foreign Affairs，Vol. 85，No. 2，2006，

pp. 129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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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以加深经济联系，在美中之间保持战略灵活性。① 但是，近年，萨

缪尔斯弃用了这种“平衡立场”，建议日本为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和均势

变化，应提升自主防卫能力并利用同盟潜力，实施 “积极拒止”战略，以加

强防范和制衡中国。②

克里斯托弗·休斯虽然不断批评“安倍主义”，认为日本安保政策改革可

能引发恶果，但也承认安倍政府正通过外交与安保的 “围剿战”即以军事集

结以及加强联盟反击中国。③ 华盛顿大学名誉教授肯尼斯·派尔在其新著 《日

本重返大国政治: 安倍复兴》中，分析了安倍推动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重大

转变，认为这种转变的动因即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冲击。④ 英国知名日本问题

专家朱利奥·普格利泽与派尔持有几近相同的判断逻辑和结论。⑤ 杰弗里·霍

恩论述了日本的安全政策是建立在平衡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制衡中国军力发展

的基础上。⑥ 日本对华安全政策既依赖于内部平衡即提高军事能力，也依赖

于外部平衡即加强日美同盟与对印澳等安全合作。⑦

在安倍任期内，中日关系围绕一系列被希拉·史密斯视为双方利益核

心的政治问题而发展、演变。这些问题包括领土争端、历史认识分歧、军

事现代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双方政治交锋。史密斯认为，日本在这些问题上

的立场反映了其对华政策的逐步演变。中国崛起的压力有可能成为日本安

全政策转变的主要动因。⑧ 邻国的军事实力而不是美国的可靠性最终或将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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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Ｒichard Samuels，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Corey Wallace，“Introduction: Japan’s Pivot in Asia”，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Issue 4，July 2018，pp. 703 － 10。

Eric Heginbotham and Ｒichard J. Samuels，“A New Military Strategy for Japan: Active Denial Will
Increase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Foreign Affairs，Vol. 97，No. 4，July 16，2018.

参见: Hughes Christopher，“Japan’s‘Ｒesentful Ｒealism’and Balancing China’s Ｒise”，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9， No. 2， 2016， pp. 109 － 50; Christopher W. Hughes，“Japan’s
Security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US － Japan Alliance: The Emergence of an‘Abe Doctrine’”，Japan’s
Foreign Ｒelations in Asia，Ｒoutledge，2018，p. 59。

Kenneth B. Pyle，“Japan’s Ｒeturn to Great Power Politics: Abe’s Ｒestoration”， Asia Policy，

Vol. 25，No. 2，2018，pp. 69 － 90.
Giolio Pugliese，“The China Challenge，Abe Shinzo’s Ｒealism，and the Limits of the Japanese

Nationalism”，SAIS 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35，No. 2，Summer － Fall 2015.
Jeffrey W. Hornung，“Japan ’s Growing Hard Hedge against China”， Asian Security， Vol. 10，

No. 2，2014，pp. 97 － 122.
Jeffrey W. Hornung，“Japan’s Pushback of China”，Washington Quarterly，Vol. 38，No. 1，2015，

pp. 167 － 83.
Sheila A. Smith，Intimate Ｒivals: Japa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a Ｒising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pp. 5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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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日本的重新武装。① 迈克·格林认为中国的 “胁迫”将损害美日同盟的可

信度，并导致日本采取更明显的防范措施。② 古贺圭在两部长篇论文中表

示，在面对东亚权力转移和中国风险时，安倍政府对华采取了坚定的安全

制衡而非搭便车和对冲策略。③ 这一结论，与伊莱亚斯、古罗宁等的研究结

果如出一辙。④

“70 后”及“80 后”的一代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黎雅澹就认为日益恶

化的地缘环境是推动安倍 2012 年重掌政权以来继续推进并加快国防改革进程

的突出因素，安倍改革的目的是 “应对日本安全面临的日益恶化的威胁，尤

其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威胁”。⑤ 林德也是地缘威胁决定论的支持者，认为中

国日益增强的自信与在日本形成的认知正在改变日本的安全政策。⑥ 莱昂内

尔·法顿认为面对更加自信的中国和不确定的美国承诺，日本的安全政策发

生了巨大变化，变得更加自主和更坚决地制衡中国。⑦

四、结语: 对中国的日本研究界的启示

从以上论述或许可以得到对中国的日本学界开展研究有益的三点启示。

首先，至少可以看到，中国的学界尤其日本研究界对日本安全外交政策

的研究，总体上尚缺理论层次的创新与成果。日本研究的理论性境界可以分

为三重: 为了检验和发展国际政治理论而开展的日本研究; 使用国际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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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Sheila A. Smith，Japan Ｒearmed: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Pow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p. 15.
Michael J. Green，Japan is Back: Unbundling Abe’s Grand Strategy， Sydney: Lowy Institute，

December 2013，pp. 11，18.
参见: Kei Koga，“The Concept of‘Hedging’Ｒevisited: The Cas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East Asia’s Power Shift”，International Studies Ｒeview，Vol. 20，Issue 4，December 1，2018，

p. 660; Koga，Kei. “The Ｒise of China and Japan’s Balancing Strategy: Critical Junctures and Policy Shifts
in the 2010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No. 101，2016，pp. 777 － 91。

Bjrn Elias and Mikalsen Grnning，“Japan’s Shifting Military Priorities: Counterbalancing China’s
Ｒise”，Asian Security，Vol. 10，No. 1，2014，pp. 1 － 2.

Adam P. Liff，“Japan’s Defense Policy: Abe the Evolutionary”， pp. 82 － 3， http: / /www. adam
phailliff. com /documents /Liff2015_ TWQ_AbeTheEvolutionary. pdf［2019 － 06 － 11］．

参见: Jennifer M. Lind，“China’s Growing Assertiveness is Transforming Japan’s Security Policy”，Al
Jazeera America， July 2014，http: / / america. aljazeera. com /opinions /2014 /7 / japan － tokyo － shinzoabesec
uritypolicychangeschina. html［2019 － 05 － 11］; Jennifer M. Lind，“Japan’s Security Evolution”，2016，https: / /
object. cato. org / sites /cato. org / files /pubs /pdf /pa － 788. pdf［2019 － 05 － 12］。

Lionel P. Fatton，“Japan Is Back: Autonomy and Balancing Amidst an Unstable China － U. S. －
Japan Triangle”，Asia and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May 2018，p.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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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方法论进行的日本研究，具体到本文，即是用理论来解释日本安全政策

的本质及变化，从中找出逻辑性和规律性; 打通特定国别研究 ( 日本) 与国

际政治主流研究的隔膜以提升国别研究的学科性和学术性。从知网 ( CNKI)

以“日本安全”“防卫”“军事”“日美同盟”等关键词检索可知，在总量庞

大、多达数千篇的相关论文和文章中，涉及上述三重境界的理论性成果和文

献寥寥无几，占比大约 2%—3%，这与美欧相同领域的成果所占比率相比，

无疑是非常低的。并且，被国际学界接受并引用的理论性文献以及做出的相

应贡献度也颇为不足。① 这一局面显然不利于中国学界有关日本研究的学科、

学术和话语“三大体系”的构建，亟须改观和提升。

其次，对美欧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理论原创性的成果及文献进行批判性的

吸收，可以作为攻玉的一条路径———即发挥其 “他山之石”的作用。诚然，

“三大理论可以休矣”，但是在我们还没有建立举世公认的 “东方范式” “中

国学派”之前，在对日本安全及外交问题的研究上，对三大理论的批判性

“拿来主义”即改良性再利用，也是在特定阶段的有益做法。从以上论述可

知，至少在“面”上，以下对国关理论进行改良以利于更好地解释日本安全

政策的思路值得考虑和尝试: ( 1) 现实主义有不同类型，需要具体对待和区

别利用; ( 2 ) 自由主义应分区域和层级 ( 东北亚、东南亚和国际) 加以运

用; ( 3) 建构主义的运用要充分注意 “进程”和 “演化”，以及变量尤其是

中介变量定义的清晰化; ( 4) 中层理论有进一步利用的空间和价值，特别是

新古典现实主义方法等。②

在具体的技术细节上，从本文的经验来看，以下两点或许值得关注和思

考。 ( 1) 既有研究框架和方法论仍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无论是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每一种范式对日本安全问题的思考都存在着成就和

缺失，其设定都不能完全解释国际安全现实中的全部问题，也都不能全面反

映日本正在形成的战略。没有一种单一的理论方法能对日本尤其是当前安倍

政府的安全政策提供充足解释。事实上，本文间接揭示的日本安全政策的复

杂性表明，日本不断演变的政策动态将挑战在研究中进行简单的线性理解和

—22—

①

②

当然这其中也有语言限制的问题，国际主流的国关学术杂志基本都是使用英语发表，所以为

英语圈学者所主导或者说占领。
安倍积极利用国际体系及周边环境的诱因和压力，对日本国家安全政策进行“最大化”调整

和改造。分析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必须重视国内政治与压力传导因素，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被认为

对此提供了有用的方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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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分类的方法。显然，需要采用分析折中主义作为关键的理论框架，并用

一种更加折中及复合的方法来解释日本的综合政策态势，以期克服传统国关

理论单独使用时的局限性。① ( 2) 需要明确适用范围和清晰界定概念，才能

使理论具有充足解释力。例如应摸索在什么给定条件下现实主义或建构主义

的解释力更完善一些，要对条件和变量进行具体的概念界定和实证分析。在

本文的上述部分，“领域”和 “时间”就是两个在解释日本安全政策时特别

需要清晰厘定的概念和因素。第一，关于 “领域”，例如，对 “本土防卫”

这一日本安全政策的核心议题、首要领域，基于现实主义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而对于自卫队海外派遣这样的次要领域，反军国主义的规范和禁忌更具影响

力。欧阳安就认为，太空开发问题受到反军国主义规范的影响很强，但这属

于次要领域的问题。② 所以，要想进一步推进建构主义范式研究的深化，其适

用范围应该得到界定。③ 第二，关于 “时间”。除了以上按 “领域”的划分，

也可以按“时间轴”来推测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适用范围。考虑到 “反军

国主义规范”也是二战后日本的战败后遗症，如果东北亚地区环境没有出现

似欧洲那样的和解与进步，那么从二战后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建构主义

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解释力或其适用领域被认为应是递减的。④

最后，理论研究与现实分析并非截然可分，重大理论研究往往与重大现

实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有着内在的联系。任何理论的力量都不在于直接与现实

对接并指导现实，不意味着理论有能力直接对现实发生作用，理论与对策存

在着巨大差异。但是，理论用抽象的方式剥离具体杂乱的现实而得出结论性、

指导性的提示，对现实分析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战略指导和宏观预测功能。即

便是顶级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家卡赞斯坦，也曾呼吁: “我们提倡问题驱动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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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针对日本安全研究的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参见: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

“Japan，Asia － Pacific Security，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6，

No. 3，Winter 2001 /2002，pp. 153 － 85。
Andrew Oros，Normalizing Japan: Politics，Identity，and the Evolution of Security Practic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 15 － 30. 欧阳安在进行此种论述时，安倍第二次执政尚未开启，日本安全政

策没有出现如今的剧烈变化。
又如，除了“本土防卫”“本土外防卫”外，首要和次要领域的划分也可以有别的方法，例如分为

“抽象领域”和“具体领域”。参见: Akitoshi Miyashita，“Where Do Norms Come from? Foundations of Japan’s
Postwar Pacifism”，pp. 99 －120。

此点也被迄今的实践所证明: 从 20 世纪 60 年代研究“有事法制” ( 如 1965 年的“三矢研究

事件”) 都被视为禁忌到“有事法制”的出台，再到通过“新安保法”、承认此前被视为断无可能的

集体自卫权行使、发展大型攻击性武器装备、正面提出并推进天网电的军事用途化等等。可见，随着

时间推移，反军国主义规范明显被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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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而不是方法驱动的分析”。① 这表明学术界更有必要综合运用理论路径、

制定有用的分析框架，以便更好地了解日本这个东亚重要国家的安全政策演

变轨迹。

美国学界关心、研究并论争的日本安全政策议题，也是中国学界瞩目并

试图找到答案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运用理论解释或预测安倍政府的安全

政策走向是一项有益的实践。本文的论述显示，建构主义范式的研究曾占据

优势，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一次否定。其后，建构主义的解释力变弱，因为

国内规范与反军国主义认同被日本保守势力常年侵蚀，遭到极大削弱损毁，

而新现实主义范式逐渐兴盛，对建构主义曾经的范式优势展开 “否定之否定”

的复权。同时，自由制度主义与理想主义无法也无力主导解释日本的安全政

策，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传统安全保障的维系之地———东北亚地缘政治

情势，以及最重要的安全政策行为领域———对华政策及中日安全关系，却几

乎被现实主义的范式和逻辑的解释所主导。这些重大理论动态的指向性，似

乎已表明，美国学界相关研究的趋势和成果，倾向性地指示出日本安全政策

正逐步地产生“复归”现象。日本作为军事大国，终将复权? 权力现实主义

的魔咒仍在日本上空徘徊而挥之不去? 这或许也是沃尔兹在长时段上对自己

的涉日判断产生“谜之自信”并在后期不再争论的原因。

Theoretical Ｒesearch on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in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 Will Woltz’s Ｒealistic Prediction Finally Come True?

Wu Huaizhong

After world war Ⅱ，especially after becoming an economic power，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s one of the classic research topic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s well as an important

case and realistic focus of relevant disputes. The typical phenomenon is the“20 － year debate”

between constructivism and ( new) realism to explain the“Japanese mystery” . The“Japanese

mystery”was put forward by constructionists after the cold war against the“woltz prophecy”，the

realists were on the defensive. However，as time changes ，the scope of influence of constructivism

becomes more and more narrow，and its explanatory power loses it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face of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21st century，while Ｒealism has gradually expanded the power of discourse

on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and launched a theoretical competition of“negation of negation”agai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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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eter J. Katzenstein，Ｒethinking Japanese Security: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Ｒoutledge，

2008，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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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vism. Ｒelated to this，since the logic of realism theory dominat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st important security policy and practice field in Japan，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can only explain

Japan’s“non － core”and“peripheral”policies. This evolu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paradigms

and paths makes one wonder whether Kenneth waltz’s“judgment”ultimately predicted Japan’s

strategic direction in the long run. Of course，the high simplicity of IＲ theory means that a theory

tends to explain only one aspec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the era of“post － three theories”，it

is urgent to analyze the theory of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in a more pluralistic ，micro － medium

and eclectic level. This puts forward a new mission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theoretically explore and

improve the interpretation of Japan’s security policy and to guide the strategic forecast at the macro

level.

米国学界の日本安全保障政策に!する理论研究

—ウォルズの现宓主义的な予言は究极的に宓现するのか—
" #中

第二次世界大$后、特に绖泾大国になった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は国际!学界の古

典的な研究命题の一つであり、それについての论争の重要な事例と现宓的な焦焘でもあ

る。典型的な现象は、构成主义とネオリアリズムの间で缲り庀げられる ?日本の谜? を

说明する ?20 年间の论争? である。?日本の谜? は、冷$後の构成主义者が ?ウォルズ

の予言? に牷して提起したものであり、最初现宓主义者は守势に立たされていた。しか

し、时の绖つにつれ、构成主义の势力范%が徐々に狭くなり、その解&力が21 世纪の新

しい事态の前で徐々に优位を失っていったが、现宓主义は徐々に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に

牷する’言(を挢大し、构造主义に牷して ?否定の否定? の理论竞争を展开した。これ

と!连して、自由制度主义は、现宓主义理论の论理が日本の最も重要な安全政策と宓跷

的な场域を主导的に解&しているため、日本の ?非核心? と ?外郭? 政策しか说明で

きないようだ。パラダイムと绖路の进化は、ウォルズの ?论鹖? は结局、日本の$略の

流れを长期的に予言できたのだろうか。勿论、IＲ 理论の高度な简约性は往々にして国际

!のある一面だけを说明することに止まるのである。 ?ポスト三大理论? 时代は早急

に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に牷し、より多元的、中微)的、折中主义的理论分析を必要とし

ているのである。これは中国の学界が理论的に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に牷する说明をさら

に完备させ、もってマクロ的$略の予测を指导することに新たな使命を提起したので

ある。

( 责任编辑: 唐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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